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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互化融合说

王 震 中

摘　要：黄河中游与下游、中原与海岱地区的早期文明是在交互作用中演进

的，其族共同体既有独立发展的一面，也有互化融合的一面，中原地区的华夏族

正是因四夷在中原的汇聚、相互融会而形成的。从五帝时代到夏商周三代，直至

春秋战国时期，东夷与华夏的关系既有由一方迁徙到另一方而呈现出 “嵌入式”

的融合，也有经过战争冲撞或兼并而发生的融合。无论哪种方式的融合，都不是

单向同化而每每是相互展开的。夷夏互化融合的最终结果，是华夏民族像滚雪球

似的越滚越大，海岱东夷则越来越少，到秦汉时期海岱东夷已消失，完全融入华

夏民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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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 （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

１９３５年，傅斯年发表了著名的 “夷夏东西说”，① 在中国史学界、考古学界产
生重大影响。“夷夏东西说”认为，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及其政治的展开，在地理上

常常分为南北，然而在此之前，尤其在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
落到帝国，是以黄河、济水、淮河流域为历史舞台的。在这片大地上，地理形势主

要是东西之分，即分为东部的诸夷 （以山东半岛海岱地区为核心）与西部的诸夏
（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两大系统的对峙。今天看来，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三代，夷

与夏确实有东西分布和对峙的一面，但也有互化融合的一面；然而傅斯年没有注意
到华夏民族形成的问题，没有把华夏民族看成一个整体来讨论 “夏”“夷”关系。夷

夏互化融合及其与华夏民族形成之关系，傅斯年没有讲，而学术的发展又需要 “接

着讲”。在这里，笔者从傅斯年 “夷夏东西说”出发，根据中原与海岱地区在文明起
源及其早期发展过程中交互作用、相互影响、互动互化的史实，结合中国古代国家

形态结构由万邦林立的单一制的都邑邦国走向多元一体复合制的夏商西周王朝国家
的演进历程，提出 “夷夏互化融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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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夷夏概念溯源

说到夷夏关系，需要就 “夷” “夏”的概念加以说明。就一般意义而言， “夏”

既可以指夏王朝，也可以指华夏民族，在极个别情况下， “夏”也特指姒姓的夏部

族。而 “夷夏”相对而言之 “夏”，是就族共同体说的，是一个族的概念，它既非指
夏王朝，亦非指作为较小的族共同体的姒姓的夏部族，而主要指较大族共同体的华

夏民族，也包括夏代之前的华夏集团。关于华夏民族的形成，笔者曾提出：华夏民

族形成于夏代，只是夏商时期的华夏民族属于 “自在民族”，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

华夏民族属于 “自觉民族”。①

对于夏代之前的中国上古民族，蒙文通把它们划分为 “江汉民族、河洛民族、

海岱民族”三系；这三系分称为 “炎族、黄族、泰族”。② 徐旭生把一度以中原为主

要历史舞台的炎帝族和黄帝族合称为 “华夏集团”，把海岱地区的族群称为 “东夷集

团”，把南方的族群称为 “苗蛮集团”。③ 蒙文通和徐旭生关于上古民族的划分有同

有异。不同之处在于：蒙文通所说的上古 “江汉民族”实指炎帝族，他称炎帝族为
炎族，并主张炎族出于南方；而徐旭生则主张炎帝族发祥于陕西宝鸡，后来来到了

中原，炎帝族属于华夏集团。也就是说在炎帝族的归属问题上，它究竟归属于 “中

原”还是 “江汉”，蒙文通与徐旭生的观点是不同的。相同之处在于：蒙文通和徐旭

生两人划分的三个区域可以对应起来，因而两人的划分就区域的方位而言又是相同

的。在两人所使用的词汇概念方面，笔者赞成徐旭生所用的称谓，即在夏代之前
（亦即在华夏民族形成之前），中原地区的族群可称为 “华夏集团”，海岱地区的族群

可称为 “东夷集团”，江汉地区的族群可称为 “苗蛮集团”。由此，本文在论述夷夏

关系时，把夏代之前作为 “华夏民族”前身的中原混合族群，原则上称为 “华夏集

团”，只是有时为了行文的方便而称为 “史前华夏”。
“夷夏”之 “夷”，也属于族的概念。一般认为，把夷、蛮、戎、狄整齐划一地

分配于东、南、西、北四方是从战国中后期开始的。④ 例如，《礼记·王制篇》：“中

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

戎……北方曰狄……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而在春秋时期，“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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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是作为非华夏族的泛称，但也存在作为专称的 “东夷”的称呼。

春秋时期，“夷”作为一种泛称是很常见的。《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语云：“裔

不谋夏，夷不乱华。”这里的 “夷”即泛指非华夏的族群。这种泛称有时也使用 “蛮

夷”或 “夷狄”的形式表述，如 《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春秋》……内诸夏而外

夷狄。”《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

祀，以服事诸夏……蛮夷猾 （乱）夏，周祸也。”这里与 “诸夏”相对照的 “夷狄”

和 “蛮夷”之 “夷”，都属于泛指。

春秋时期，“夷”在专指东夷时，使用的就是 “东夷”这一称呼。例如，《左传》

僖公四年，陈辕涛涂谓郑申侯曰：“师出于陈、郑之间，国必甚病。若出于东方，观

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在辕涛涂的话中，东夷位于东方是明确的。再如
《左传》僖公十九年：“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这里的
“东夷”说的也是春秋时代海岱地区尚未华夏化的土著族群。《左传》文公五年、文

公九年、襄公二十六年、襄公二十九年、哀公十九年等出现的 “东夷”，也属于这种

情况。此外，《左传》昭公四年楚椒举曰：“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左传》昭

公十一年叔向曰：“桀克有缗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这里的 “东夷”说的

则是商纣王时期海岱土著族群。

由春秋上溯到西周，我们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可以看到 “东夷”的称呼，这样

的称呼从西周早期一直存在到西周晚期。例如，《 方鼎》：“唯周公征于伐东夷，丰

伯、薄姑咸■，公归 于周庙……”（《集成》① ０２７３９）该铭文记录的是周公东征东

夷的事情 （包括征伐丰伯、薄姑等东夷诸部），年代在西周早期。再如 《 鼎》：“唯

王伐东夷……”（《集成》０２７４０、０２７４１）说的也是周王征伐东夷，年代是西周早期。

还有，《保员簋》也记有周王 “伐东夷”之事，时代在西周早期后段。 《小臣 簋》

说：“东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集成》０４２３８、０４２３９）该铜器的年代

为西周早期后段。西周晚期，周厉王在对 “南国”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对南夷和东夷

产生极大的威慑，后者纷纷前来朝觐， 《 钟》： “南夷东夷俱见，廿又六邦……”

（《集成》００２６０）铭文中说 “南夷东夷”有二十六邦来见周王，其中东夷的族邦应当

不少。此外，西周晚期的 《禹鼎》记述 “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集成》２８３３）

大范围地攻打周的南国、东国，周王命令西六师、殷八师前往征讨，继而又派遣禹

所率领戎车百乘、驭二百、徒一千人参与作战，终获胜利。从西周初年到西周末年，

这么多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 “东夷”一词，足以说明东方土著族群称为 “东夷”

是西周时的实情，春秋时的东夷是西周东夷衰落后的一部分的延续。

由西周上溯到商代，一般认为商代的东夷在甲骨文中被称为 “人方”。在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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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简称 《集成》。



中有许多 “王征人方”的卜辞，例如：

癸卯王卜，贞：旬亡祸。在十月又一，王征人方，在商。

癸丑王卜，贞：旬亡祸。在十月又一，王征人方，在亳。

癸亥王卜，贞：旬亡祸。在十月又一，王征人方，在 。
［癸］酉王卜，在□，贞：旬亡祸。［在］十月又二，［王］征人方。（《英

藏》① ２５２４）

这是一版分别在商、在亳、在 等地占卜商王征伐人方的卜辞。关于人方所在地，

有人认为是淮夷之地。然而，因有一条 “征人方”卜辞涉及齐地 （“二月癸巳，惟王
来征人方，在齐 。”《合集》② ３６４９３），所以早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学者认为
人方是东夷，征人方是从商都出发向东进军。近年，李学勤先生又重新论及 “征人
方”问题，认为人方 “释为 ‘夷方’较好，其事与 《左传》、《吕氏春秋》所载 ‘纣
克东夷’之事有关”，修正了他在 《殷代地理简论》中有关人方在西方的观点，并指
出商人征夷方是从商都出发向东行走，“即由安阳—兖州—新泰—青州—潍坊，一直
向东进发”。③

最近新发现的两片征人方甲骨，可直接证明人方在东方，其中一片记有：

己未王卜贞， ［巫九 ，人方伐东］戓 （国），典东侯， ［人方，余其
比多侯］甾戋人方，亡 ［害才 ］…… （《殷墟甲骨辑佚》６８９正）④

另一片甲骨文可与 《合集》３６１８２缀合，缀合后释文为：

丁巳王卜贞， 巫九 ，禺 （遇）人方率伐东戓 （国），东典东侯， 人

方，妥 （绥）余一 ［人，余］其比多侯，亡左自 ［上下］于 示，余受有佑？

王 曰：大吉……彡 （肜），王彝在□□宗。⑤

由上述两片征人方甲骨可以看出，人方在东方、属于东夷的结论，可成定论。其实，

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言，卜辞所谓 “人方”直接可释为 “夷方”。

卜辞 “某某方”之 “方”指的是方国，卜辞 “人方”释为 “夷方”，指的就是商

·５３１·

夷夏互化融合说

①

②

③

④

⑤

李学勤、齐文心、艾兰： 《英国所藏甲骨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下文简称
《英藏》。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下文
简称 《合集》。
李学勤：《重论夷方》，陈梧桐主编： 《民大史学》第１期，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６年，又收入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李学勤：《夏商周与山东》，《烟台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李学勤：《论新出现的一片征人方卜辞》，《殷都学刊》２００５年第１期；段振美等编著：
《殷墟甲骨辑佚———安阳民间藏甲骨》，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８８、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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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藏甲骨》，李学勤序；焦智勤： 《新发现的一片征人方卜辞》，安阳甲骨学会编：
《安阳甲骨学会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６６—６７页。



代海岱地区土著民族，与西周金文中的 “东夷”是一致的。

在殷墟卜辞中，除 “夷方”称呼之外，最近，方辉指出甲骨文中有 “东夷”

一词，他举出的卜辞是 《合集》８４１０反和 《英藏》１２８８，其卜辞记有 “东夷
曰千森……”商代甲骨文中 “东夷”的称名，这是目前所知唯一的记录。① 虽
说是一例，但至少说明 “东夷”称谓可以上溯到商代。当时实际情形可能是这样：

商人认为 “夷方”一词已具有方位的指向，不需要再加上 “东”这样的方位词，

所以用 “夷方”（人方）指称海岱地区土著居民，是当时一种普通和普遍的做法，

但偶尔也在 “夷”之前加上方位词 “东”，出现 “东夷”称呼，这一称呼被后来的
西周所继承。

从商代上溯至夏代，由于夏代尚不存在像甲骨文、金文那样本朝人书写的史料，

只能使用 《古本竹书纪年》《史记·夏本纪》等夏代之后的史料来说明问题。在这些
史书中，与 “夏”相对应的东方土著被称为 “夷”“嵎夷”“畎夷”“于夷”“方夷”
“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从 “畎夷”到 “阳夷”这九种又被
合称为 “九夷”。② 联系商代甲骨文中的东夷一般被称为 “夷方”而不加 “东”这样
的方位词，加 “东”方位词构成 “东夷”，在甲骨文中仅属个别，那么，《古本竹书
纪年》等所记的 “夷”“嵎夷”“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
夷”“风夷”“阳夷”等，也没有方位词，这恰恰与甲骨文的用词习惯相一致，可以
认为这种不加方位词而使用具体的名称，正反映出夏代东夷称谓的实情。

“夷”和 “东夷”的概念是相对应于华夏而存在的，而华夏民族是从夏代开始出
现的，夏代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从夏代再往前追溯，文献中对于史前东夷，一
般不用 “夷”之类的泛称，而是使用 “太皞”“少暤”“有虞”之类的具体指称。正
像我们把夏代之前作为 “华夏民族”前身的中原族群称为 “华夏集团”一样，我们
把夏代之前的东夷族群，原则上称为 “东夷集团”，只是有时为了行文的方便而称为
“史前东夷”。

夷夏关系，既有东西对峙的一面，亦有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一
面。在分布方位上，诚如傅斯年所言，夷与夏分处东与西，这种格局形成于夏代
之前，并一直持续于夏商以后。在夷夏互动互化方面，也是开始于夏代之前的五
帝时代，持续于夏商以后。因此，欲阐述 “夷夏互化融合说”，也得从夏代之前的
五帝时代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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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庞小霞：《“早期城市和经济：帝国兴起前山东半岛城市化，区域政治与经济网络
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日，ｈｔｔｐ：／／ｋａｏｇｕ．ｃｓｓｎ．ｃｎ／ｚｗｂ／
ｘｓｄｔ／ｘｓｄｔ＿３３４７／ｘｓｄｔ＿３３４８／２０１８１１／ｔ２０１８１１０１＿４７６８６３３．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０日。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
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朱右曾辑，王国维校补，黄永年校点，沈阳：辽宁
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页）



二、文献所见五帝时代的夷夏互化融合

五帝时代的 “夷夏”互化融合，主要表现为夷族人来到中原之地在融入华夏族
的过程中也对原有的中原族群发生作用，结果是夷与中原族群通过交互作用和相互
转化，再加上戎狄蛮等其他族群的汇入融合，最终形成华夏民族。

（一）黄帝时期夷夏的交互作用

五帝时代开始于黄帝称雄时期，我们称之为黄帝时期。黄帝时期在河北涿鹿发
生过黄帝族与蚩尤族的大战———著名的涿鹿之战，战争的结果以蚩尤被杀而告结束。

如 《逸周书·尝麦解》记载：

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
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 （或作阿），九隅无
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
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

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①

引文中的 “赤帝”即炎帝，这条记载表达的意思大体是：在上古之世，上帝命炎帝
分设二位卿官，让蚩尤居住于少昊之地管理天下百姓，但蚩尤为了向外扩展，驱逐
炎帝，占领炎帝的土地，致使 “九隅无遗”。炎帝十分害怕，只好求助于黄帝，黄帝
在 “中冀”这个地方杀了蚩尤，用少昊清 （名 “质”）代替蚩尤来统率东方，稳定
了天下秩序。

蚩尤原来是 “于宇少昊 （居住在少昊之地），以临四方”。蚩尤被杀之后，黄帝
让少昊清 （少昊质）代替蚩尤，“以正五帝之官”。关于蚩尤的族属，徐旭生主张蚩
尤属于东夷族；② 汉代的高诱、马融等人都说蚩尤是九黎的君名，而九黎一般被
认为属于三苗集团。这里暂不讨论蚩尤的族属，仅就黄帝让少昊清代替蚩尤统领
东方诸部而论，其背景应该是此时的黄帝族与东夷族结成了联盟，黄帝为盟主，

以少昊清为首领的东夷族是盟友。可作为这一情况旁证的是 《韩非子·十过》中
的一段话： “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
道……”这段话是用神话的方式表达了一些史实。据 《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

风伯、雨师是蚩尤请来 “纵大风雨”、用以对付黄帝的风神和雨神，现在却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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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下册，李学勤审定，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７８１—７８６页。
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５０—５３页。



“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① 时与蚩尤一同为黄帝的到来而 “进扫”“洒道”者。就连
蚩尤以及风伯雨师都归于黄帝麾下了，那么替代蚩尤的少昊诸部与黄帝族结为友好
联盟，更属情理之中。在古史传说中，人名、族名和神名每每可以相同一， 《韩非
子·十过》这段属于神话与历史相交融的话中，既有人名与族名 （如蚩尤与蚩尤族）

相同一的情形，也有人与神 （如风伯雨师与风神雨神以及死后的蚩尤等）相同一的
情形。所以，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之后，不但黄帝族与炎帝族结为联盟，黄帝族与
东夷族也结为联盟。在联盟之前，炎黄与东夷就有交互作用，联盟之后，交互交往
应该更深了一层。

（二）“颛顼—祝融”集团乃夷夏交融而形成

颛顼地处中原。《左传》昭公十七年：“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地在今

河南濮阳。按照春秋战国时的古史系统，颛顼属于华夏族。例如， 《山海经·海内
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生帝颛顼。”② 这是
说颛顼与黄帝为一系。再如 《国语·鲁语上》在叙述华夏族列祖列宗之所以受到崇
拜和祭祀时说：

夫圣王之制祀也……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
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 鄣洪水而殛死，禹
能以德修 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

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
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 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
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从中可以看出： （１）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共认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契、

汤、稷、文王、武王为华夏系统中最有代表性的列祖列宗；（２）在华夏这一系统中，

颛顼上承黄帝，下续有虞氏和夏后氏。然而，颛顼这位华夏族的圣君，却是民族融
合的结果。徐旭生指出 “他属于华夏集团，但是受东夷集团的影响很大”，他的文化
“是一种混合而较高的文化”。③

我们说颛顼族是中原的族群与东夷相融合而形成的，有四方面的证据。其一，

颛顼与少皞有很深的关系。《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
孺帝颛顼于此。”④ “孺”即 “乳”，是说颛顼幼时曾经在少昊氏族内被养育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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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 “西泰山”，徐旭生解释说： “旧本无 ‘西’字，王先慎据 《论衡》 《艺文类聚》
《御览》所引补。他又说有小泰山称东泰山，故泰山为西泰山。” （徐旭生：《中国古史
的传说时代》，第９８页）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４４２—４４３页。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８６页。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３３８页。



这与 《帝王世纪》“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的说法相一致。其二，颛顼也称为高阳

氏，表现出对太阳的崇拜。太皞、少皞也以崇拜太阳而著称。其三，《左传》昭公二

十九年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这个 “重”，《国语·楚语

下》说颛顼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谓绝地天通”。文

中的 “南正重”之 “重”即少暤氏四叔之一，这也牵扯到少皞与颛顼的关系。其四，

《左传》昭公八年说： “陈，颛顼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

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上引 《国语·鲁语

上》也说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这是说东夷的有虞氏与颛顼也有

族源上的关系。

颛顼族与祝融族实属一个集团，笔者称之为 “颛顼—祝融”集团。《左传》昭公

二十九年：“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犁”即 “黎”，《左传》庄公五年 “郳犁

来”，《公羊传》作 “倪黎来”，《谷梁传》作 “倪黎来”，说明 “犁”与 “黎”通用。

颛顼的这个儿子就是火正黎，乃祝融。这种关系，用 《山海经·大荒西经》的文字

来表达就是 “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此外，

《世本》《大戴礼记·帝系》《史记·楚世家》都列有 “颛顼—老童 （或作卷章）—祝

融 （或作重黎）”这样一个世系，这些都是说祝融族出自颛顼。笔者认为，祝融有

八姓，虽然并非全部来自颛顼族，但其中重要部分来自颛顼族。

祝融族也有来自炎帝族的一面。《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

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① 《左传》昭公十七年说 “炎帝

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火是炎帝族的重要图腾之一。祝融为火正，也以职掌

大火历和崇拜火而著名。祝融与颛顼和炎帝都有关系，说明祝融也是因融合而形成

的中原族群。

祝融族居地中心区域在今河南新郑、新密一带。《左传》昭公十七年：“郑，祝

融之虚也。”祝融八姓后来散居于各地，大致上，己姓的昆吾先在濮阳，后迁徙至许

昌；苏、温在河南温县；顾在河南范县；董姓的豢龙、鬷在河南唐河县；彭姓的彭

祖在江苏徐州市；豕韦在河南滑县；秃姓的舟人在河南新郑一带；妘姓的邬在河南

偃师；郐在河南密县；偪阳在山东峄县；曹姓的邹 （邾）在山东邹县；莒在山东莒

县 （与己姓莒国有别）；芈姓的夔在湖北秭归县；楚原在丹阳，后迁至郢。② 祝融八

姓的这些居地，以豫中地区分布较为密集，有密县的郐，新郑一带的舟人，偃师的

邬，温县的苏、温，濮阳和许昌的昆吾。

祝融八姓中芈姓的楚和夔分布在湖北境内，其中一支成为楚王族。所以，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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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４７１页。
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６３—６６页；李学勤：《谈祝融八姓》，《江汉
论坛》１９８０年第２期。



传》僖公二十六年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可知楚人以祝融为自己
的祖先。屈原 《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屈原是楚王族之人，屈
原以颛顼高阳氏为自己远祖。《左传》和 《离骚》这两条史料共同指向祝融与颛顼有
族源关系。《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
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
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① 所以楚人由两部分组成，其最高层统治者即王族来源
于 “颛顼—祝融”，其中下层乃当地土著居民。这种情形与嬴秦由海岱前往 “西垂”

相同，其王室王族来自东夷少皞族，其中下层民众乃甘陕土著居民。

颛顼与东夷的关系还可以由嬴姓的秦王族得以佐证。《史记·秦本纪》：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
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

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游。

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

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②

我们知道，嬴姓属于少暤 （少昊）集团，其大本营在海岱地区。嬴秦后来从海
岱迁徙到甘陕一带，《秦本纪》说在商代时秦的先祖 “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再到
秦的先祖非子时，“非子居犬丘”，为周孝王养马。这样，商周时期的秦国人就由两
部分组成：其王族和上层贵族来自东夷嬴姓，其中下层贵族和平民等属于西部土著。

因而考古发现的春秋战国秦人墓葬的葬俗也分为两种：王族和上层贵族的葬俗是仰
身直肢葬，中下层土著民众则是屈肢葬。秦人的屈肢葬是西部土著的一种葬俗，不
属于等级或阶级的缘故。

《秦本纪》说嬴秦乃颛顼之后裔，这可由陕西省凤翔县南指挥村秦宫一号大墓出
土的石磬等残铭的缀合文字得到证实。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陕西凤翔县南指挥村秦
公一号大墓出土的石磬 （８５凤南 Ｍ１：３００）残铭与１９８２年出土的另一块残铭缀合
后，有９句３７字，其中后４句记有： “天子匽喜，龚 （共） （桓）是嗣。高阳又
（有）灵，四方以鼏 （宓）平。”该秦公大墓磬铭自言自己继承秦共公、桓公，可知
作器人是秦景公。③ 对此，笔者赞成王晖的研究结论：春秋时期的秦景公说 “高阳
又 （有）灵，四方以鼏 （宓）平”，这是把颛顼高阳氏当作自己的高祖，并作为自己
的护佑神灵，认为得到高阳神灵的佑助，便可以平定四方。这与 《史记·秦本纪》
《世本》等古文献的说法是一致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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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４０ 《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６８９页。
《史记》卷５ 《秦本纪》，第１７３页。
王辉、焦南峰、马振智：《秦公大墓石磬残铭考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６７本第２分，１９９６年。
参见王晖：《古史传说时代新探》，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３—１４页。



嬴秦之嬴以颛顼为先祖，这有力证明 《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言 “东海之外大
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的说法是可信的。反过来讲，当颛顼由海岱地

区来到中原濮阳之后，由颛顼所代表的颛顼族群就属于东夷与华夏交融而形成的新

型部族。

（三）虞舜由东夷变为华夏的民族融合

帝舜是华夏民族的圣人。《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

滕文公上》：“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但是，这位华夏的圣人却属于从东夷融入华夏集团之人。

虞舜之所以能够由东夷之人变为华夏集团重要一员，就在于他从东夷之地迁徙

到了中原地区，并一度担任中原地区族邦联盟的盟主。根据 “尧舜禹禅让”的古史
传说，在中原地区的尧舜禹部族联盟中，舜占有重要地位。此时作为盟主的舜，定

都于山西西南部的永济至平陆一带。如 《帝王世纪》：“舜所都也，或言蒲坂 （阪），

或言平阳及潘者也。”① 蒲阪在今山西永济市。据 《尚书·尧典》，尧曾把二女嫁给

了舜，使之 “居于妫汭”。《帝王世纪》：“妫水在河东虞县历山西汭水涯也。”② 《括
地志》：“妫汭水源出蒲州河东南山。”③ 此地也称为蒲阪，在今晋西南的永济市。再

如，舜又被称为 “虞舜”，属于有虞氏之人。虞舜所都之城也称为虞城。虞城，有今

河南虞城，也有在今山西平陆的虞城。山西平陆的虞城，《史记·秦本纪》 《正义》

引 《括地志》说：“虞城故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亦名吴山，周武王
封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吴城，即此城也。”④ 其地在今山西平陆县。山西平陆的虞

城之外，今河南商丘市也有虞城，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平陆的虞城是虞舜由豫东商

丘的虞城迁徙至此而来的。对此，我们后面再详加叙述。总之，虞舜在担任尧舜禹
族邦联盟首领时，虞舜邦国的都城在山西西南部的永济至平陆一带，所以 《史记·

五帝本纪》说：“舜，冀州之人也。”⑤ 古时的冀州包括山西与河北在内。

舜原本是东夷人。《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

之人也。”诸冯在今山东诸城。清 《诸城县志》：“（该）县人物以舜为冠，古迹以诸
冯为首。古之言舜生地者，自孟子始曰诸冯，且曰东夷之人。县……城北十五里有

村名诸冯，故前明职方地图诸城下特注舜生处。”⑥ 今山东诸城在西汉时为诸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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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时是鲁国的一个邑。《春秋》载鲁国曾先后两次 “城诸”，即修筑诸邑的城墙。《春
秋经》庄公二十九年：“城诸及防。”《春秋经》文公十二年：“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
郓。”杨伯峻认为：“诸、防皆鲁邑。据 《山东通志》，诸故城在今山东省诸城县西南
三十里。”① 朱玲玲认为：“诸冯应即诸，从语言角度讲，诸冯的冯字是个轻读语尾
音，如北京话的 ‘儿’，付诸文字是可省去的，不省则作 ‘诸冯’，省去尾音则作
‘诸’。”② 为此，我们说诸冯在山东诸城，与孟子所说的舜为 “东夷之人”颇为吻
合，舜的出生地、虞舜族的发祥地在今山东诸城。

那么，舜是如何从山东的诸冯迁徙到山西的蒲阪，其迁徙路线是否有迹可循？

笔者认为今豫东的商丘虞城是其由东向西迁徙过程中的重要一站。豫东的虞城，在
夏代的太康少康时期，是虞舜之后裔虞思掌控的地区。《左传》哀公元年：

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 ，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

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
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

关于文中少康逃奔的 “有虞”，杨伯峻认为：“在今河南商丘地区虞城县西南三里。”

虞思让少康居住的 “纶”邑，在今虞城县东南三十里。③ 夏代太康少康时期虞城一
带的有虞氏 （虞思），是夏代之前 （即五帝时代）就住在这里的有虞氏的延续，也是
虞舜由诸冯 （今山东诸城）迁往山西的蒲阪 （今山西永济市）、虞城 （今山西平陆
县）一带迁徙路线中的重要一站。

关于虞舜的迁徙，《吕氏春秋·贵因》：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
《孟子·离娄》：“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墨子·尚贤中》：“古者舜耕历山，陶河
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这些文
献中的 “负夏”“历山”“河濒”“雷泽”等地，在山东有之，在山西有之，在其他地
方亦有之。对于这一现象，笔者以为山东这些地名与虞舜起初居住和活动在这一带
有关，是虞舜在山东时留下的；山西的这些地名是虞舜从山东迁徙至山西后带来的；

至于其他地方的这些地名，或者是舜在迁徙过程中留下的，或者是因舜职掌部族联
盟盟主之后在这一带曾经活动过而产生的。我们在这里只需考察山东与山西，即可
大体勾勒出虞舜的迁徙路线。

关于山东的历山与雷泽，《淮南子·原道训》：“昔舜耕于历山，期年而田者争处
埆，以封壤肥饶相让。”高诱注： “历山在济阴城阳也，一曰济南历城山也。”④
《水经注·济水注二》：“济水又东北，泺水入焉。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

·２４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２４３、５８６页。
朱玲玲：《舜为 “东夷人”考》，《南方文物》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参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４册，第１６０５—１６０６页。
刘文典撰： 《淮南鸿烈集解》上册，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

２３页。



水涌若轮……俗谓之为娥姜水也，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庙故也。城南对山，山上有舜
祠，山下有大穴，谓之舜井。…… 《书》舜耕历山，亦云在此，所未详也。”① 这是
说舜耕种的历山在济南历城。

雷泽，或曰雷夏泽，其地在今山东菏泽市。《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
雷泽。”《集解》引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正义》引 《括地志》云：
“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② 《水经注》瓠子河下载： “瓠河又右径雷泽北，

其泽薮在大城阳县故城西北一十余里，昔华胥履大迹处也。其陂东西二十余里，南
北十五里，即舜所渔也。泽之东南即成阳县。”③

关于山西的历山，《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集解》引郑玄云：“在河
东。”《正义》引 《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亦名首
阳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吴山。此山西起雷首山，东至吴坂，凡十一名，

随州县分之，历山南有舜井。”④ 雍正时期所修 《山西通志》卷２４永济县条云：“历
山，在县东南三十里，上有舜庙，山下二泉，名妫、汭，即尧釐降二女地也。”⑤ 对
于郑玄所说的 “河东之历山”，张盼盼作了较详细研究，她认为山西永济的历山是舜
由海岱地区迁徙至晋南带来的。⑥

关于山西的雷泽，清毕沅 《墨子注》曰： “今山西永济县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
泽，亦云舜所渔也。”⑦ 又雍正时期所修 《山西通志》云：“雷泽，在县西南首阳山
下，南流入河，相传舜渔此。”⑧ 山西永济的 “雷泽”，也属于舜迁徙到晋南之后带
来的。

总之，对虞舜从海岱迁徙到晋南路线的深入考察，可补充孟子 “舜东夷之人也”

的说法。舜由海岱地区来到中原地区后，一度接替帝尧而成为中原地区尧舜禹族邦
联盟的盟主，这就是古史传说中广泛流传的尧舜禹禅让的故事。舜以及和他一起迁
徙的族人，来到中原之后就变成了华夏集团的成员，也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 《史记》
“舜，冀州之人也”与 《孟子》“舜，东夷之人也”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恰恰反
映出虞舜从海岱迁徙到中原的历史过程，舜是由东夷人变为华夏人的华夏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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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古所见新石器时代海岱与中原的交往交融

（一）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期中原与东夷的交往

仰韶文化是距今７０００—５０００年间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区而分布甚广的一支考古学
文化，与仰韶文化相对应的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是晚期的北辛文化和早期以及中
期的大汶口文化。这一时期，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的交流呈现了中原族群与
史前东夷的交往。

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阶段，既可以看到仰韶文化中期的彩陶对海岱的大汶口文
化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釜形鼎对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诚然，中
原与海岱地区的文化影响和交互作用，并非始于仰韶时代。在前仰韶时代，二者即
已有交流和影响，但由于我们把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的族属推定为东夷族的
论证最为充分，① 因而这里仅从大汶口文化与中原的交流互动谈起。

在仰韶文化中期，即距今６０００—５５００年，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的由圆点、弧边
三角形组成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图案，对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有着
强烈影响。例如，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出土的Ⅰ式彩陶钵，邳县刘林遗址出土的Ⅰ
式彩陶钵，以及野店采集的由弧线三角、圆点等构图的敛口彩陶钵，无论其造型还
是彩绘图案，都酷似中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同类器物。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的典型器物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一再出现，表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对大汶口文
化早期偏晚阶段遗存的影响。

早期的大汶口文化对同时期的仰韶文化也有影响。例如，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开
始出现颇具特色的折腹釜及釜形鼎，在仰韶文化半坡期找不到渊源，却与大汶口文
化的兖州王因、邳县刘林等遗址都流行折腹的釜形鼎相似，而它们都来自大汶口文
化之前的北辛文化，在北辛文化中有釜形鼎的前身———折腹釜。为此，我们说，海
岱地区由釜加三足而发展成釜形鼎，其后又发展出罐形鼎、钵形鼎、盆形鼎，形成
了由北辛文化发展而来的大汶口文化的传统；而中原地区由夹砂罐变为折腹釜、再
发展为釜形鼎，表现出庙底沟时期关中至豫中的仰韶文化对传统炊器的改进，这一
变革当是东方大汶口文化对中原仰韶文化影响的结果。值得强调的是，鼎乃华夏礼
器文化中的重要器型，而鼎的大量使用是大汶口文化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这一文
化传统一直持续到海岱龙山文化时期，构成东方文化的传统因素之一。

（二）大汶口文化中期与仰韶文化在中原的融合

如果说，在大汶口文化早期 （相当于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海岱与中原仅是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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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的话，那么，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大汶口文化与仰韶文化在其接壤地———

豫中地区，又进一步发生了融合，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 （有人称之为 “大河村文

化”）就是大汶口人与仰韶人此时在中原地区相融合的产物。

大河村类型是分布于中原地区别具一格的重要原始文化之一。它以郑州大河村

遗址第三、四期为代表，过去也有人称之为秦王寨类型。其分布范围以河南省中部

为中心，西至洛阳，北起黄河以南，波及汝河沿岸的河谷平原以及丘陵地带。其重

要遗址，除大河村外，有郑州后庄王，荥阳点军台、青台，偃师高崖西台，洛阳王

湾二期前段，临汝大张，禹县谷水河，鲁山丘公城。此外，豫西南唐河寨茨岗等遗

址也近似于大河村类型。

大河村类型文化的成因是复杂、多方面的。根据大河村及荥阳点军台的情形看，

它主要是在大河村一、二期之类遗存的基础上，又融合了大汶口文化的因素而形成

的。诚然，大河村一、二期遗存本身亦甚为复杂，它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为基调；

残留半坡类型的一些因子，如杯口尖底瓶等；又保留有后岗类型的因素，尤其是大

河村一期更为明显，诸如 “红顶”碗钵、罐形鼎之类都可作为证明。

大河村、点军台之类遗址的大河村类型文化，由一、二期到三、四期的转变，

既有承袭继承，也有因新的因素的汇入而发生明显变化。这一新的因素主要来自东

方大汶口文化：其中既有随葬背壶的墓葬、大汶口文化特有的青灰色陶器、典型的

陶鬶、背壶、匜、圈足尊等器物，以及背部钻四孔的龟甲器、骨雕筒等；亦有对大

汶口文化加以改造而吸收的因素，如凿形足鼎的盛行。凿形足鼎是大汶口文化中的

传统风格。在大河村类型中，其罐形鼎及折腹釜形鼎，如果将上部看作是在原来罐

形及釜形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的话，其下部的凿形足显然是吸收大汶口文化的因素

形成的。需要指出的是，大河村类型中，无论凿形足的罐形鼎，还是凿形足的折腹

釜形鼎，就整个器物形态观察，它既非传统正宗的仰韶风格，也非大汶口文化原封

不动的搬迁，而是两种文化传统巧妙的结合，重新的创造，使之浑然一体。

除了陶鬶、背壶、匜、盉、圈足尊、凿形足鼎等器物，盛装食物的豆也来自大

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中豆的数量之多，不必赘言，即以形式而论也是多种多样的。

在大河村类型中，目前发现两种形式的豆，一种为敛口喇叭形豆足；另一种为敞口、

折腹、圈足上附有弦纹及长条、“十”字形和圆形镂孔的豆。前者见于大河村四期、

洛阳王湾二期前段、荥阳点军台三期、临汝大张，后者出现于大河村三期。大河村
类型中的这两种陶豆，其源头都在大汶口文化之中。

陶壶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大汶口文化中数量都不少，但二者的形制风格迥然

有别。前者主要是小口、细颈、大腹的蒜头壶，后者有大口、粗颈的无鼻壶、双鼻

壶及颇具特色的背壶。大河村遗址第四期 Ｍ９出土两件背壶、荥阳点军台第三期遗

存出土的Ⅱ式壶，都来自大汶口文化。

大河村类型中的彩陶风格，与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有近似之处，再联系大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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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之前身遗存中明显地含有后岗类型的成分，可证在大河村类型的形成过程中，

豫北冀南的文化始终有汇入的情形。大河村类型中也存在南方屈家岭文化的因素，

说明它也有吸取、融汇南方江汉流域文化的方面。不过，这一因素在大河村类型中
所占比例甚小，同东方大汶口文化相比，远不占主导地位。

有关大河村类型文化的来源与组成，大致可作如上分析。对于这个融合型文化，

笔者主张它是 “颛顼—祝融”集团的早期文化。关于古史传说诸人物的时代区分，

笔者认为，所谓炎黄时代或颛顼时代或其他什么时代，是指炎帝族、黄帝族、颛顼
族或其他什么族称雄时期。因为作为古老的氏族部落或部族，其存续的时间是相当
长久的，而它留在先民们的记忆中的年代每每是其称雄阶段，在其称雄之前或衰落
之后，该族实际上都是存在的，只是它不在历史舞台的中心而已。在 “黄帝—颛
顼—帝喾—尧—舜”这一五帝谱系中，颛顼—祝融集团称雄时期较晚，属于五帝时
代的中期，在考古学上已属于龙山时代中期，但它和其他部族一样，都有自己源远
流长的历史，在这样源远流长的历史中，每一个传说人物及其神话传说都有其 “时
间深度”，① 颛顼—祝融的古史传说也有其 “时间深度”，将其有关天文历法方面的
古史传说与大河村类型中的天文星象等文化特征相对照，大河村类型属于其称雄之
前所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即大河村类型是颛顼—祝融集团在仰韶时代所创造的文化。

判断大河村类型文化属于颛顼—祝融集团所创造的文化，其理由有三：（１）在
地望上，颛顼—祝融集团的中心所在地及其主要分支的居地，与大河村类型文化的
分布相一致，在地望上是重合的；（２）大河村类型文化是由中原的仰韶文化与海岱
的大汶口文化相融合而形成，而颛顼族群恰恰是中原的族群与东夷相融合而形成的；
（３）在大河村遗址出土有彩陶天文图像和太阳崇拜纹样等，可与颛顼和祝融的特性
联系在一起，而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这种文化特征所显示的族属特性是至关
重要的。

郑州大河村第三期遗存出土的彩陶天文图像，一种是复原后有１２个太阳。这个
有太阳纹的彩陶片，是绕陶钵肩部一周而绘。发现者 “根据口沿的弧度和每个太阳
的夹角 （３０°），计算出的口径为３０厘米，在钵的肩部一周原来应绘１２个太阳
纹”。② 笔者１９８４年到郑州博物馆参观，谢遂莲同志给笔者看了在郑州市北郊后庄
王的大河村类型遗址一个断崖上采集的五片大河村类型文化的彩陶片，其中一件是
带有口沿的陶钵肩部残片，用白衣衬底，以黑红相间的彩绘绘出太阳图案，经笔者
计算陶钵肩部口沿一周也是由１２个太阳组成。在大河村遗址也发现有星座图案的残
片，该残片出土于第四期，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圆点，以直线、曲线连接组成。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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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所谓神话传说的 “时间深度”，指的是在口耳相传的神话和传说中，每每把不同时期的
一连串神话传说挤压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神话传说。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器时
代》，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３年，第２５６页。
李昌韬：《大河村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天文图象》，《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８期。



发掘者推测，“可能是北斗星尾部形象写照”。此外，在大河村遗址还发现了几片绘

有日晕的彩陶片，中间绘有光芒四射的太阳，左右两侧各绘有内弧图案，在弧背上

也绘有向外发出的光芒。①

大河村出土的几件彩陶钵和后庄王出土的彩陶钵上都绘有１２个太阳围绕陶钵肩

部一周而排列，其含义是什么？对此，我们既不能用 《山海经·大荒南经》“羲和生

十日”等有关东海少皞的十日神话来解读，亦不能用 《山海经·大荒西经》“常羲生

月十有二”来解释。许顺湛另辟蹊径，他认为 《左传》昭公七年说 “日月之会是谓

辰”，日月交会的时间都是阴历每月初一，一年交会十二次，所以画十二个太阳。

《山海经·海内经》说 “噎鸣生岁十有二”，噎鸣是岁星，《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它
“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可知古代曾以岁星纪年。 《左传》襄公九年说
“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依据这些资料，许先生说：陶钵上１２个太阳，

或许与岁星纪年有一点关联。② 许先生所言甚是。由大河村遗址出土的星座图案和

日晕图案也可证明大河村人对天文星体是有自己的观察和认识的。更为有说服力的

是，关于 “噎鸣生岁十有二”的噎鸣，《山海经·大荒西经》说：“颛顼生老童，老

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生噎鸣，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

之行次。”这就把１２个太阳、岁星噎鸣与颛顼、祝融和重黎联系在了一起。可见，

大河村类型出土的天文星象等图案可证明大河村类型这样一个辉煌灿烂的文化就是

由颛顼—祝融集团在仰韶时代所创造的文化。

（三）大汶口文化晚期 （中原龙山时代早期）东夷人向中原的挺进

大汶口文化中期大汶口文化之人向中原挺进，已如前所述。大汶口文化晚期相

当于中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属于中原龙山时代早期。此时，大汶口之人向外

扩张更甚。在向西扩张上，明显地表现出大汶口人来到了中原地区。有关报道如下。

１９６２年，在偃师古 “滑城”北墙下面发现一座墓葬，随葬的７件陶器中有５件

属于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另一件器盖和小圆罐也类似于大汶口文化的同类器物。③

１９７５年，在河南商水县章华台遗址发现一批完整的人骨架和随葬品，也是一处大汶

口文化墓地。④ １９７５年，在平顶山市贾庄遗址发现一座墓葬，所随葬的红陶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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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村出土的陶钵肩部绘的１２个太阳纹、由直线和曲线连接组成的星座图案、绘有日
晕的彩陶片，参见 《郑州大河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９２页图一

○六：８、９，第３１４页图一八八：２，第１９２页图一○六：１、２等。
参见许顺湛：《中原远古文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３５９页。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 “滑城”考古调查简报》，《考古》

１９６４年第１期。
参见商水县文化馆：《河南商水发现一处大汶口文化墓地》，《考古》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颈壶、粗把豆、圈足尊、高柄杯和筒形杯，与大汶口文化中同类器物相同。① １９７６
年及１９７９年，考古人员在河南郸城段寨村北台地发现有大汶口文化的墓葬，所出土
的器物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②除了上述四处墓葬外，在偃师二里头、信阳阳
山和孟津寺等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的遗址中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器，武
津彦对其质地、造型、纹饰及其时代已有详细的论述，③ 这里不再赘述。

关于大汶口文化向中原的挺进，杜金鹏通过对颍河中、上游和伊、洛下游地区

４０余处遗址分析，指出 “大汶口文化遗存在颍水中、上游和伊、洛下游地区的分布
是广泛而密集的”，并提出了 “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此外，杜金鹏还指出：在山
西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中所发现的筒形杯、

小宽肩壶及背壶等，与大汶口文化同类器物形似，表明颍水类型的影响所及，可能
已越过黄河，进入晋西南地区。

杜金鹏的研究非常深入而有远见卓识。他所划分的颍水类型早期偏早的遗存，

我们在前一小节把它放在了以郑州大河村遗址第三、四期为代表的大河村类型中作
了论述。他划分出的颍水类型晚期其时代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也即龙山时代
早期，与我们这里所论是一致的。杜金鹏认为：大汶口文化向颍水及伊洛地区的推
进，比它向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的渗透显然要重要得多。大汶口文化进入颍、

伊、洛地区后，与当地土著文化进行了长期的接触与交流，逐渐与土著文化融为一
体。这就是说，人们通常所说的东夷族、华夏族，在颍、伊、洛地区进行了一次长
达数百年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④

综上所述，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向中原地区扩张而来的史前东夷人，已达洛阳
和晋南地区。他们有的与中原部族相融合，创造出新的文化类型———大河村类型；

有的保持了本部族原有的文化风貌而生息、安葬于中原之地，表明其势力之强大和
文化风俗之顽固。这种在整体上保持自己风貌，足以说明史前东夷集团中有一部分
人向西发展，在中原诸部当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四）龙山时代中晚期夷夏在中原的融合状态

到了龙山时代的中期和晚期，即距今４６００—４０００年间，大概是由于之前来到中
原的东夷人已与中原当地人通过互化而融入其中，所以再没有出现像商水章华台、

平顶山市贾庄、偃师滑城那样的保持东方文化完整面貌的遗存，可以发现二者相互
影响，特别是在二者的接壤地带出现一些文化渗透与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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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脱：《河南平顶山市发现一座大汶口类型墓葬》，《考古》１９７７年第５期。
参见郸城县文化馆：《河南郸城段砦出土大汶口文化遗物》，《考古》１９８１年第２期；曹
桂岑：《郸城段寨遗址试掘》，《中原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参见武津彦：《略论河南境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考古》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参见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考古》１９９２年第２期。



在海岱地区出现的绳纹、方格纹、篮纹以及鬲、夹砂灰陶深腹罐，可以看作是

中原龙山文化渗入的结果。而在中原地区出现的鸟头形 （鸷鸟头形，亦即以前所谓
“鬼脸形”）的鼎足、袋足鬶，蛋壳陶，筒形杯，罐形杯，双耳盆，大圈足盘和蛋壳

黑陶等，都来自海岱龙山文化。正像海岱龙山文化靠近豫东地区所形成的南北一线

遗址，接受中原龙山时代的文化影响较多一样；中原地区，处于豫北的后岗二期文

化与豫东的王油坊类型文化 （或称造律台类型）的遗址中，所含东方文化的因素亦

较为明显。其中，对于分布于豫东和鲁西南、皖北接壤地区的王油坊类型文化，李

伯谦提出这 “是由当地大汶口文化直接发展下来的因素与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

文化等外来因素相互融合”而形成的 “一支混合文化”。① 笔者赞成这是 “一支混合

文化”概念。从豫东地区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既包含有太皞

族的文化，② 也包含有属于有虞氏发展到豫东商丘虞城之时产生的文化和虞舜离开

虞城之后尚留存于豫东一带的有虞氏文化；它们在时间上是漫长的，在文化族属上

是多元的，是这一阶段夷夏互化融合的一个方面。

龙山时代，海岱龙山文化盛行的磨光黑陶对中原龙山文化有广泛的影响。在

海岱龙山文化的磨光黑陶中，有一种因陶胎薄如蛋壳而被考古学者称之为蛋壳黑

陶的陶器，是最为精美的，也代表了龙山时代制陶的最高水平。东夷这一高超的

制陶技艺，可以与文献记载相印证。《韩非子·难一》：“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

陶焉，期年而器牢。”《周礼·考工记》：“有虞氏尚陶。”有虞氏尚陶是整个东夷人

在尧舜禹时代尚陶的缩影，而随着东夷人西迁中原、融入华夏集团，对中原制陶

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中原族邦联盟内的四夷汇聚与夷夏融合

（一）中原族邦联盟内四夷汇聚所形成的华夏集团

中原五帝时代的族邦联盟是华夏民族的前身。中原地区的族邦联盟可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是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第二阶段是尧舜禹时期。因第二阶段的

联盟与尧舜禹禅让传说联系在一起，所以其特征特别鲜明。就联盟的构成而言，在

尧舜禹族邦联盟中，有来自北部戎狄的祁姓陶唐氏，来自西部姜戎的姜姓四岳和共

工氏，来自东夷的姚姓虞舜和有虞氏、偃姓皋陶和嬴姓伯益等。

陶唐氏是祁姓，而祁姓乃黄帝族十二姓之一。据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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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４期。
《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陈，大皞之虚也。”



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① 黄帝族由轩辕氏和有熊氏两大支、二十
五宗、十二姓所组成，是部族融合的结果，有熊氏大概就属于 “黄帝北狄”这一支。

这样，我们可以说，祁姓陶唐氏属于黄帝部族集团的 “北狄”分支之一。陶唐氏最

初活动于今河北唐县一带，其后逐步向南迁移，最后定居于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

带———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即帝尧都城遗址。《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唐县条下，班固
自注：“尧山在南”。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尧国也，唐水在西。”② 《后汉书·郡国

志二》唐县条下注引 《帝王世纪》同此说，《水经注·滱水注》《读史方舆纪要》亦

然。这些都是陶唐在今河北唐县一带留下的足迹。其后，陶唐氏迁往晋中地区。《毛

诗·唐谱》：“唐者，帝尧之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
阳。”③ 《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条班固自注及 《水经·晋水注》均遵此说。陶

唐氏最后定居于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上引 《毛诗·唐谱》《帝王世纪》“尧都平

阳，于 《诗》为唐国”，都主张临汾为陶唐氏所都。《左传》昭公元年与定公四年说

成王封弟唐叔虞于夏墟，也即故唐国。《史记·晋世家》记载此事说：“封叔虞于唐。

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正义》引 《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

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④ 顾炎武辩驳晋国都城在太原晋阳的说法时，主

张唐叔始封迄侯缗之灭，并在翼城。⑤ 顾氏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笔者认为，帝尧陶

唐氏最后定居于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的唐地，“尧都平阳”，这在地望上与山西襄汾

陶寺遗址是一致的；在时代上，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时间是其早期和中期 （即距今

４３００—４１００年），与唐尧称雄的时间也一致；在文化特征上，陶寺遗址四座大墓出

土四个龙盘所展现的龙崇拜与文献上说陶唐氏以龙为图腾是一致的，陶寺遗址所呈

现的天文历法的成就与 《尚书·尧典》记载的尧对天文历法的贡献是吻合的，由这

些综合因素可以判定陶寺是尧都。

四岳和共工氏也是尧舜禹族邦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他们却来自姜戎。 《国

语·周语中》：“齐、许、申、吕由大姜。”《国语·周语下》：“昔共工氏……欲壅防

百川……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皇天嘉之……祚四岳国，

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齐、许、申、吕
四国都是姜姓，是四岳的后代，而四岳则是共工的从孙。但就是这个姜姓的四岳却

又被称为 “姜戎”。《左传》襄公十四年，范宣子称戎子驹支为 “姜戎氏”，戎人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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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３１，《顾炎武全集》１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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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说 “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表明四岳与诸戎原本为同一部族。

戎狄之外，在中原族邦联盟中还有来自史前东夷的，既有前面已论述的 “颛

顼—祝融”集团中重和黎以及有虞氏和虞舜，也有皋陶和伯益诸部。

皋陶偃姓，伯益嬴姓，偃、嬴，同音通用，这是两个关系紧密的部族。嬴姓是

东夷大姓，少暤氏就是嬴姓，所以皋陶和伯益与少皞部族有渊源关系。关于皋陶与

少皞族的关系，《帝王世纪》：“皋陶生于曲阜。”《左传》定公四年又说曲阜本为 “少

皞之虚”，由此也可证皋陶部族是从少皞部族衍生出来的。少皞属于东夷族，皋陶、

伯夷也属于东夷族。皋陶的后裔有英、六、蓼和群舒 （舒鲍、舒蓼、舒龚、舒庸、

舒龙、舒鸠），分布于今安徽六安一带，这是皋陶族向南迁徙发展的结果。

伯益即柏翳 （伯翳），是秦人的先祖。前引 《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

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生大费，与

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① 这段记载告

诉我们四方面信息：（１）秦人的女性始祖 “女脩”因为吞食玄鸟卵而孕育出男性祖

先 “大业”，这样的 “祖先诞生神话”表明秦人上层集团的图腾崇拜与东夷少皞氏的

鸟图腾相一致；（２）秦人的祖先 “大费”在族邦联盟中辅佐大舜，驯化鸟兽，发展
畜牧业；（３）大费还辅佐大禹 “平水土”，治理水患； （４）秦人上层集团是嬴姓。

《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这说明伯益与虞舜是同一时

代之人，在族邦联盟中担任驯化鸟兽、管理山林的职务。

由上述可知，中原地区在五帝时代尤其是尧舜禹时期，其族邦联盟成员的族属

是复杂的，并不单一。这些蛮夷戎狄四方之民来到中原时，起初也曾发生过冲突和

战争，如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联合炎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以及共工氏与

颛顼之间争夺霸权的战争等，但通过结成族邦联盟，逐步走向了民族融合，从而使
得这样的族邦联盟成为中原地区华夏民族的前身———华夏集团。

笔者之所以把尧舜禹时期的族邦联盟视为华夏民族的前身，这是因为华夏民族

的真正形成应该从夏朝开始算起。在五帝时代，对于一个个部族国家而言，其国人

可以是同一部族血缘的族众；但对于联盟而言，却超脱了部族血缘的藩篱，从而也

会逐步产生超越部族意识的某些新文化因素。而这种新文化因素就是促使各部族的

人们朝着民族方向发展的动因，并由血缘的部族走向文化的民族。然而，由于族邦

联盟毕竟是松散的、不稳定的，随着盟主的更换，联盟的中心也是游移的，所以，

对于民族的形成来说，仅仅有某些新文化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有一种更大范
围的、超越邦国限制的、能容纳和包裹诸多部族的 “大国家机制”。而从其后出现的

夏商周王朝的历史实际来看，这种 “大国家机制”就是笔者所说的 “复合制王朝国

家结构”。只有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才会出现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才使分散的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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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走向某种形式统一的民族的国家，出现王朝体制下的血缘之根与文化之根相交
织的以大文化为纽带的华夏民族。

（二）史前东夷在尧舜禹族邦联盟中的地位

尧舜禹时代史称 “万邦”“万国”，其政治格局，一是邦国林立，二是在中原地
区组成了族邦联盟。因此这一时期尧舜禹具有双重政治身份：既为本邦的国君，又
为族邦联盟的盟主。其中，作为盟主的虞舜来自东夷，因而孟子说舜 “东夷之人
也”。他来到中原，最后定都于山西永济的蒲阪、平陆的虞城一带。虞舜接替唐尧而
担任族邦联盟的盟主，这说明融入中原的虞舜和有虞氏已成为史前华夏集团的重要
成员，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孟等诸子把尧舜视为华夏圣人的缘由。

虞舜之外，来自东夷的皋陶，《论语·颜渊》子夏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
皋陶，不仁者远矣。”这是说舜挑选皋陶在联盟中委以重任，那些不仁之人也就难以
存在了。《史记·夏本纪》也说帝禹让皋陶在联盟内担任掌管刑罚的要职。《左传》

昭公十四年：“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吕氏春秋·君守篇》：“皋
陶作刑。”可见皋陶曾制定并掌管刑罚，以处理联盟内外之事务。

在尧舜禹族邦联盟中，东夷的另一支是伯益。《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
火，益烈山泽而焚之。” 《尚书·尧典》： “帝曰： ‘畴若予上下鸟兽草木？’ 曰：
‘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这段话意思是：帝舜说：谁
能顺时管理我的山泽草木鸟兽之政？部下都说：用益呀！帝舜说：好吧！就对益
说：任命你担任掌管山泽的虞官。① 《国语·郑语》：“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

韦昭注：“百物，草木鸟兽。议，使各得其宜。”② 说的也是按照时令季节来管理山
泽的生态和渔猎生产。除了担任管理山泽的虞官外，《吕氏春秋·勿躬》：“伯益作
井。”③ 《淮南子·本经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④ 大概伯益对掘
井技术的提高有过贡献。这些都属于伯益对中原族邦联盟的文明发展所作出的重要
贡献。

在史前东夷的发展中，可分为两种情形：其一是在海岱地区的发展；其二是走
出海岱，向外发展。史前东夷人走出海岱向外发展，既有向西走入中原者，也有向
南走入江淮者。其中，走进中原，加入中原族邦联盟的史前东夷人，进而走向了民
族融合，成为华夏民族的重要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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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夏王朝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与夷夏融合

（一）夏王朝的复合制结构与多源一体的华夏民族

笔者主张华夏民族的形成始于夏代，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从夏代开始，夏商西
周三代王朝在国家结构上是多元一体的复合制。① 所谓复合制结构，就像复合函数
里函数套函数一样，在夏王朝中，既有作为 “国上之国”的王邦 （王国），又有作为
“国中之国”的诸侯邦国，二者在夏王这样一种广域王权的支配下，构成多元一体的
王朝国家。具体来讲，在夏代，在这一结构中，有作为王族王室的 “夏后氏”；也有
与夏王族同姓的 “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

辛氏、冥氏、斟戈氏”② 等；还有韦、顾、昆吾 （《诗经·商颂·长发》）、有虞氏
（《左传》哀公元年）、薛 （《左传》定公元年）、商侯 （《今本竹书纪年》）等从属于
夏王的异姓诸侯邦国；还有时服时叛的诸夷之国或部族。

就像商周时期的 “内外服”中，“外服”的诸侯邦国之人要到 “内服”的中央在
朝为官一样，夏朝时，“商侯冥”担任夏朝治理水的职官，并且因治水而殉职，这就
是 《国语·鲁语上》所说的 “冥勤其官而水死”。《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
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是说薛国国君奚仲担任夏朝造车的职官。 《墨子·耕柱》

说嬴秦的君主蜚廉负责夏朝的采矿冶金。《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五）》说咎繇 （即
皋陶）担任夏启的卿事。③ 奚仲、蜚廉、咎繇 （皋陶），这些都是东夷人在朝为官
者。诸如此类，这些诸侯邦国之人在王朝中央任职，既是对王朝国家事务的参与，

也是对夏王这个天下共主的认可；既构成了夏王与诸邦之间联结的纽带，也是适应
复合制结构的一种统治方式，还有利于民族融合的加深。

自夏朝开始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不但在政治结构上，王朝是多元一体；在
族共同体类型上，也是多流一体：王朝内包含有众多不同血缘的部族，故而族源上
具有多源性，它们因王朝这样的机制而形成了华夏民族，作为华夏民族的整体又具
有一体性。

夏代的民族融合，是在夏代之前尧舜禹时期的民族融合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
它包含有不同时期融入的四夷之民。其中，就四夷 （蛮夷戎狄）之一的东夷而言，

夏朝的夷夏关系是动态的，它有三种情形：一是部分夷族融入华夏之中；二是夷人
的 “来宾”；三是夏王对夷族的征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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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夏代融入华夏的夷族

如何判断夏代哪些东夷属于开始融入华夏，哪些东夷属于尚未融入华夏？笔者

认为凡是进入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的，就属于开始融入华夏民族，反之就属于还没

有开始融入华夏民族。因为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上，王朝国家是民族的框架。
《左传》襄公四年：“（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后羿”也被称为 “夷羿”，

是东夷族成员，他能取代夏王，一度成为夏朝的国君，这属于由夷族融化为华夏族

的典型例子。“羿”这个名称，既是人名 （君主之名），也是族名，是一个沿袭性的

称呼。所以，既有尧时期的 “羿射十日”的羿，也有夏朝太康时期的羿。在夏代太

康时期，《左传》襄公四年：“《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对

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所谓 “因夏民以

代夏政”，就是依靠夏朝的民众取代了夏王的君位，获得了统治地位。后来，“羿恃

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结果被奸臣寒浞所杀。夷羿能做到 “因夏民以代

夏政”，就在于他已融入夏的生活，并在夏民中建有良好威望。 《古本竹书纪年》：
“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① 这是说夷羿 “因夏民以代夏政”之时居住在斟寻，可

也不排除在这之前，夷羿就住在夏的国都中。

位于山东滕县的薛国，其先祖曾担任为夏王造车的职官。 《左传》定公元年：

“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 《世本》 《荀子·解蔽》 《吕氏春秋·君守》

《淮南子·修务》都说 “奚仲作车”。在二里头遗址已发现车轮轨迹的遗迹，可见夏

代已有车，这说明奚仲发明车的传说是可信的。薛国之君这位专门给夏王造车的车

正，成为王朝的在朝之官，这也属于东夷族融入华夏族的例子。

东夷的皋陶也是一个沿袭性称号。五帝时代的皋陶在尧舜时期就在族邦联盟中

担任掌管刑罚的要职。据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五）》的 《厚父》篇，到了夏代，

皋陶依旧在夏朝内担任王的 “卿事”。例如，在 《厚父》篇王与厚父的对话中，王

说：禹建夏邦，启惟后，帝 “命咎繇下为之卿事”。清华简 《厚父》篇所讲的皋陶担

任夏启的卿事这件事，说明夏王朝在朝为官者，有许多是来自不同的部族，而且有

些还是从夏代之前的唐尧虞舜时代沿袭下来的，其中皋陶则属于东夷融入华夏者。

（三）夏王对外的征伐与夏代尚未融入华夏的夷族

夏代在海岱地区有 “九夷”：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

夷、阳夷等。以上诸夷最初是在复合制国家结构之外，属于 “体制”外的所谓蛮夷

之邦；又由于夏商王朝复合制结构是开放的，在理念上，夏商之王乃天下之共主，

因而诸夷与夏王保持时疏时密、时服时叛的关系。当他们与夏王朝保持友好往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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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属关系时，就时常觐见夏王，史称 “来宾”；当他们反叛夏王朝，夏王就去征伐他
们。如 《古本竹书纪年》就有一系列相关记载：

（后相）元年，征淮夷、畎夷。

二年，征风夷及黄夷。

七年，于夷来宾。

少康即位，方夷来宾。

柏杼子征于东海及三 （王）寿，得一狐九尾。

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

玄夷、风夷、阳夷。

后荒即位，元年，以玄珪宾于河，命九 （夷）东狩于海，获大鸟。

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①

上述诸夷属于尚未纳入夏王朝国家体系的夷人，和夏王朝处于 “时服时叛”状态，

在民族融合上也是尚未融入华夏民族。夏王对夷人的征伐，从理念上讲，是因为王

朝建立后，在 “天下共主”和 “天下一统观”的作用下，王有权对反叛的邦国或其

他政治实体和族共同体行使征伐之权。上引 《古本竹书纪年》所谓夏王 “帝相即位，

居商丘。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就是如此。淮夷属于淮河流

域的夷人，畎夷、风夷和黄夷都属于东夷。但由于复合制结构是开放的，它可以接

纳不同血缘的族邦，慑于广域王权的这种征伐机制和王朝的实力，即使一时并不从
属于夏王的独立族邦、不属于复合制国家结构内的所谓蛮夷之邦，也不得不时常觐

见夏王，史称 “来宾”，这就是上引 《古本竹书纪年》所谓帝相七年，“于夷来宾”；

“少康即位，方夷来宾”； “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

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在觐见、来宾的过程中，一些蛮夷之邦就有

可能从属于夏王，在成为夏王的附属国的过程中走向融入华夏之路。

原本夷夏概念和夷夏关系就是因夏朝的出现和华夏民族的形成而凸显出来的，

夏代的东方诸夷与中原华夏，除已融入华夏之中的后羿、皋陶、奚仲之外，其余居
住于海岱的夷人与中原华夏，其东西对峙远远大于互化融合，这一点也能得到考古

学方面的印证。

（四）考古学上夏王朝与东夷之关系

在考古学上，从中原龙山文化末期到二里头文化第一至第三期，包括笔者在内

的许多学者将它视为夏文化；与此相对，海岱的岳石文化则属于夏代东夷文化。在

岳石文化中发现有青铜器，也有夯筑的城墙，属于都邑邦国文明，但其文明高度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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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中原地区。也就是说，比较夏代之前的龙山时代中原文明与海岱文明的发展程
度，二者旗鼓相当，并驾齐驱，当时属于文明多中心，各个区域都有自己的中心；

但是到了夏代中期和后期，由于夏王朝的王邦在中原地区有辉煌发展，出现了真正
意义上的王朝的王都即为 “天下中心”的格局，四裔的文化和文明的高度与中原地
区拉开了差距，海岱地域的东夷就属于这种情况。岳石文化的文明高度远不如中原
的华夏，另一个原因有可能是东夷中的虞舜、皋陶、伯益、后羿等发展程度较高的
政治实体在岳石文化时期已经完全离开了海岱地区，致使海岱地区的文明有所跌落。

中原的二里头文化与海岱的岳石文化在文明发展程度上有差异，在文化特征上
也泾渭分明，因而当二者相互影响时，也是很容易观察出来的，而且这种影响还发
生在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之前的龙山文化晚期。例如，二里头文化中的平底盆、

鬶，虽说在它之前的河南龙山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中都可以见到，但其祖型是在海
岱龙山文化之中。① 二里头文化中的三足盘、觚、爵、盉等，也都属于东方因素汇
入的结果。② 对于汇入二里头文化的海岱地区的文化因素，据栾丰实研究，二里头
遗址第一期时来自东方的因素以海岱龙山文化为主，也有少量因素是从岳石文化传
播而来；二里头遗址第二期及以后，岳石文化的因素明显增多。③ 但是，我们比较
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状况，就会发现无论是二里头文化对岳石
文化的影响，还是相互影响，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很不够的。这与从文献上看到的夏
代的海岱诸夷多数尚未融入华夏是一致的。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 “夷夏互化融合说”，虽说是接着傅斯年 “夷夏东西
说”而发议论，但从 “夷”和 “夏”的定义开始，就与傅斯年有同有异。傅斯年是
把 “夷”与 “夏”作为东西方位来对待的，他说的 “夷”主要指东方，其中有商和
东夷土著；他说的 “夏”主要指西方，其中有夏和西周。而笔者对于 “夷”和 “夏”

的定义是立足于华夏民族如何形成这一基础上的，主张 “夷”仅指东夷土著，“夏”

指夏代以来的华夏民族和夏代之前的中原地区的华夏集团，认为在夏商西周三朝，

夏人、商人和周人都属于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夷夏互化融合说”是把二者的互化
融合放在海岱与中原早期文明演进过程的交互作用的框架下展开的，在时间跨度上
包括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时代经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文化的夏代；在研究对象上，虽
然以海岱与中原的关系为主，但也涉及夏代之前和夏代时蛮夷戎狄等四夷融合而形
成华夏民族的情形。

五帝时代，夷夏互化融合的结晶是 “颛顼—祝融”以及虞舜和有虞氏等族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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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完全融入华夏之中，成为华夏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夏代则有商族以及后羿和皋
陶等族融入了华夏民族之中，而其他的 “九夷”则大多尚未融入华夏民族。到了商
代，如果把青州苏埠屯商代 “亚醜”大墓的族属判断为东夷族的话，那么，我们可
以看到商朝在夷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上，有大大发展的情况，而商代夷方 （人方）

的其他人群则尚未融入华夏民族之中。没有融入华夏之中的夷人，是在商代之后的
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了夷夏融合的。本文第一部分 “夷夏概念溯源”多处引
用 《左传》所说的 “东夷”，实际上到了春秋时期，其 “东夷”已属于残留的那部
分，这些残留的东夷因还保存着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特征而区别于当时的华夏民族。

经战国时期的兼并，当齐国等大国把残留的东夷也纳入自己的行政管辖的范围内之
后，由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统合打散和融化了东夷与华夏的差异，所谓 “东
夷”，其文化完全被融入华夏，其族别也趋于消亡，到了秦汉时期海岱地区已属于完
整的华夏文化区。

总括上述，夷夏互化融合之过程，从五帝时代开始，经历夏商西周，一直到春
秋战国。互化融合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一方的一小部分族群由迁徙而嵌入另一
方，最后融合变化为对方；另一种方式是双方乃至多方在各自扩张中相遇相撞，甚
至发生战争冲突，最后在某种形式的 “政治统一体”（这样的 “政治统一体”，有的
属于联盟或联合体，有的属于单一制的国家或复合制的国家）内融合，而融合的结
果每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它是一种互化。从五帝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

夷夏关系所经历的互化融合，既有由一方迁徙到另一方而呈现出嵌入融合的 “嵌入
式”，也有经过战争冲撞或兼并而融合的方式。无论哪一种融合，都并非仅仅是单向
同化而每每是相互的。夷夏互化融合的最终结果是：华夏民族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
大，海岱东夷则越来越少，到秦汉时期海岱东夷已消失，完全融入华夏之中。

〔责任编辑：晁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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